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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专利知识复杂度的视角，测度了中国 ２６６ 个地级市的创新质量，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

分析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创新呈“量增质降”特征，但地区分化趋

势明显；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促进了城市创新数量增长，但却抑制了创新质量提升，且上述影响呈逐年加深

态势。 异质性分析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降低了创新多样性，提高了创新遍在性，对发明专利的提升作

用弱于其他专利，对一、二线城市创新数量和其他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机制分析显示，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通过强化政府创新投入、激励城市创业和加强人才引进扭曲了创新政策效果，从而导致城市创新陷

入“量增质降”困境。 未来应持续完善创新质量评价方法，着力构筑多元化创新投入体系，因地制宜实施创新

政策和考核体系，加快突破创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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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支撑。 从创新数量上看，中国早已成为创新大国，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达到 １４０ 万件，居世界第

一位，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中国 ＰＣＴ 国际专利申请量也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６ １２０ 件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６. ８ 万

件，连续两年高于美国。 但从创新质量上看，中国存在着核心专利不足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
创新正陷入“低质低效”困境［１］。 ＷＴＯ 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为 ６６ 亿

美元，仅为美国的 ５. ６％ ，同期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却高达 ３４３ 亿美元。 “重数量轻质量”的创

新模式使得中国在众多核心技术上高度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仅导致科技自立自强难以实现，还对

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进造成严重困扰。
城市是区域创新的重要载体，因此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成了

中国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举措。 为此，中国于 ２００８ 年将深圳列为第一批创新型城市试点，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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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名单持续扩容，到 ２０１８ 年底创新型试点城市已增加至 ７８ 个，且集聚了全国 ７７. ２％ 的 Ｒ＆Ｄ 经费

投入和 ７０. ４％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①。 但高强度的投入能否真正促进中国城市创新仍待商榷，一方

面，从中国发展经验来看，产业政策实施多存在激励机制扭曲等问题，诱导企业实施策略性创新［２］，从
而导致严重的“专利泡沫”问题［３］；另一方面，从理论研究上看，学者多认为创新质量提升是一个系统

性革新与突破的复杂过程，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４］。 那么，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到底能否促进中

国城市创新？ 其对城市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试图在实证测度中国城市

创新质量的基础上，从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双重视角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制，不仅为中国城市创新困境的形成原因提供新的解释，还为科技自强自立与创新驱动战略

的推进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借鉴。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第一支文献是城市创新衡量方法的研究。 现有研究多以专利数量［５ ７］ 和研发

支出［８］等衡量创新，但数量指标难以准确反映创新质量，且还容易导致“专利泡沫”或“创新假象”等
问题。 也有文献使用专利引用数据衡量创新质量［１］，但该指标存在着专利虚引和乱引等问题［９］。 部

分学者使用知识宽度法测度创新质量［３，１０］，然而该方法忽视了专利在不同技术领域所蕴含价值的巨

大差异。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第二支文献是关于产业政策能否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 技术创新存在的

外部性导致企业创新投入不足［１１］，因此产业政策成了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１０］。 但政策运用不当

也会对创新活动产生不利影响［１２］，如政府与市场边界、政府干预时机等问题难以准确界定［１３］，也存在

区域和企业特征差异导致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大相径庭等问题［１４］，因此众多国家和企业实施的产业政

策均走向了失败［１５］，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因此跌入“技术追赶陷阱” ［１６］。 当前，关于产业政策效果的研

究仍未有定论［１７］，实证研究仍有待深入开展。
本文基于城市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的双重视角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

献在于：（１）通过城市 技术“双模”网络将专利知识宽度和专利地理信息进行融合，基于创新多样性

和创新普遍性两个深度关联的层面测度城市创新质量，在最大限度保留专利知识个体差异特征的同

时，还兼顾了专利知识生产地域的全局性，是对城市创新质量测度方法的完善和拓展。 （２）基于创新

质量和创新数量双重视角的研究可合理阐释中国城市创新“量增质降”困境的形成机制，为中国城市

创新困境成因的阐释提供新视角。 （３）“产业政策之争”研究主要集中在规范性的理论层面，本文从

实证层面深入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为“产业政策之争”的推进提供实证层面的经

验证据。
二、 研究假说

技术创新存在的外部性不利于城市创新体系构建，因此需要产业政策介入，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

策便是中国试图提升城市创新的重要举措。 首先，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强创新人才培养、打造创新基地和建设创新体制机制等，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由此营

造出的积极创新氛围既促进了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也通过传达政策利好信息缓解了创新主体的外

部资源约束［１８］。 其次，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研发补贴、税收减免、专利资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

施降低创新风险和成本，因此能够促进城市创新。
但政策复杂的传导机制［１９］和政府支持的偏好性［１７］也会扭曲创新政策目标，从而不利于创新质量

提升。 一是信息不对称导致政策制定者难以准确识别创新质量，“骗补式创新”和“策略式创新”等寻

租行为广泛存在于市场［９］，从而加剧城市创新“重数量、轻质量”的困境。 二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

考核周期较短，但从“技术追赶”向“技术引领”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度追求创新速度必然导致

创新质量下降。 三是创新型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包含众多定量指标，如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等，导致政

企存在实施“策略性创新”的合谋动机，抑制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 据此，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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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１：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城市创新数量的增长，但抑制创新质量的提升。
政府创新投入对城市创新有着重要作用。 技术创新具有的负外部性导致企业最优创新投入低于

社会最优水平，众多学者的研究也均认为资金投入不足是企业创新的首要障碍［２０ ２１］。 《建设创新型城

市工作指引》明确要求试点城市要强化资金投入支持创新发展，并将科技公共财政支出占公共财政支

出的比重作为创新型城市的重要考核指标，试点城市由此纷纷加大政府创新投入。 政策主导下的创

新投入对城市创新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方面，政府创新投入通过缓解创新主体的资金约束、撬
动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等措施促进城市创新数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创新投入广泛存在的配置

效率不高［９］和创新扭曲效应［４］等问题，也会导致创新陷入“低质低效”陷阱［１］，不利于创新质量提升。
据此，提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２：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强化政府创新投入影响城市创新数量和质量。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关键角色［２２］，因此推动城市创业成了做大企业基数进而推进创新的重要举

措。 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均要求试点城市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深化创新创业，且将每

万人新增注册企业数、国家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在孵企业数量等纳入创新型城市建设

指标体系。 在政策考核的“指挥棒”下，一方面，试点城市通过设立创业科研基金和构建大众创业平台

等措施有效推动了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兴起，中小企业因其组织灵活性和嗅觉灵敏性而有着更为

强烈的创新意愿［２３］，能够推动城市创新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高质量创新需要企业积累复杂的专业知

识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并准确把握技术发展趋势［２４］，因此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激励城市创业可

能仅会带来创新数量的快速提升，但难以提升创新质量。 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３：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推动城市创业影响城市创新数量和质量。
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核心要素［２５］，但人才引进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却存在着不确定性。 首先，人才

引进有利于城市集聚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和优秀团队，并通过拓宽城市创新资源和完善创新就业竞

争机制提升创新效率。 其次，大部分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还不够完善，如人才引进数量和官员政绩挂

钩、人才引进“重数量轻质量”等，且人才引进政策还存在明显的“以邻为壑”特征，由此导致的政策目

标扭曲抑制了创新质量的提升。 第三，创新是一个多要素高度协同的复杂过程，人才引进应与城市、
产业和企业特征等高度匹配，以数量为目标的人才引进政策难以有效提升创新质量。 据此，提出本文

的第四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４：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加强人才引进影响城市创新数量和质量。
三、 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测度

（一） 城市创新质量的测度方法：知识复杂度视角

借鉴 Ｂａｌ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ｉｇｂｙ［２６］的研究，本文使用城市 技术“双模网络”测度城市专利知识复杂度，以
此衡量城市创新质量。 根据中国专利统计特征，本文对“双模网络”进行相应调整与完善。 考虑到中

国专利数据统计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本文使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专利数据进

行测度。 由于本文的测度方法侧重于专利的生产时间，因此使用专利的申请年份标定单个专利的日

期。 每项专利都存在一个或多个不同的技术类别，为避免重复统计导致的误差，本文将专利按照主专

利号进行归类，参考国家专利局公布的 ２０１６ 版《国际专利分类表》，剔除个别非常规专利类别和申请

地址为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专利，最终保留 １１７ 个专利类别。 以第一申请人所在城市为标准，将专利

数据与城市数据进行匹配。
将专利知识生产的地理区域表示为 ｎ × ｋ矩阵，记为Ｎｃ，ｐ，其中包括 ｎ ＝ ２６６个地级市和 ｋ ＝ １１７个

专利类别。在矩阵 Ｎｃ，ｐ 中，每一个元素 Ｘｃ，ｐ 表示城市 ｃ 在 ｐ 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在统计矩阵 Ｎｃ，ｐ 的基

础上，将中国城市 技术知识网络表示为 ｎ × ｋ 的双模矩阵，记为 Ｍｃ，ｐ，每一个元素 Ｙｃ，ｐ 表示城市 ｃ 在领

域 ｐ 中是否拥有相对技术优势，如果城市在某领域具有相对技术优势，则将 Ｙｃ，ｐ 记为 １，否则记为 ０。具
体而言，如果在时间 ｔ 内，城市 ｃ 的 ｐ 领域专利（ｐａｔｅｎｔｃ，ｐ） 占城市 ｃ 所有专利的比例大于中国 ｐ 领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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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占中国所有专利的比例，那么就说明城市 ｃ在 ｐ领域的专利具有比较优势，具体的计算方法如式（１）
所示。

Ｙｃ，ｐ ＝ １， ｉｆ
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ｃ，ｐ ／∑ ｐ

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ｃ，ｐ

∑ ｃ
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ｃ，ｐ ／∑ ｃ∑ ｐ

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ｃ，ｐ
≥１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ì

î

í

ï
ï

ïï

（１）

城市专利知识复杂度（ＫＣＩ） 的测度需使用两个重要的中间变量，为专利知识多样性（Ｋｃ，０） 和专利

知识遍在性（Ｋｃ，１）。其中，城市专利知识多样性表示每个城市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专利类别总和。

Ｋｃ，０ ＝ ∑
ｐ
Ｍｃ，ｐ （２）

城市专利知识遍在性表示城市拥有专利知识的区域分布情况，遍在性越高表明专利知识越容易

被其他城市模仿，即专利处在创新门槛较低的技术领域，其测度方法为：

Ｋｃ，１ ＝ １
Ｋｃ，０

∑
ｐ
Ｍｃ，ｐＫｐ，０ （３）

其中，Ｋｐ，０ 为专利的度数中心性，表示在该领域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城市数量，计算方法为：

Ｋｐ，０ ＝ ∑
ｃ
Ｍｃ，ｐ （４）

进一步地，将专利知识多样性和遍在性指标进行ｍ（ｍ≥１） 次迭代，具体方法如式（５） 和式（６） 所

示。

ＫＣＩｃｉｔｙ ＝ Ｋｃ，ｍ ＝ １
Ｋｃ，０

∑
ｐ
Ｍｃ，ｐＫｐ，ｍ－１ （５）

ＫＣＩｐａｔｅｎｔ ＝ Ｋｐ，ｍ ＝ １
Ｋｐ，０

∑
ｃ
Ｍｃ，ｐＫｃ，ｍ－１ （６）

对 ＫＣＩｃｉｔｙ 的每次迭代都会提升城市知识复杂度估计的精细度，对 ＫＣＩｐａｔｅｎｔ 的每次迭代都会提高该

类专利知识复杂度的估计精细度，当两个指标迭代结果趋于稳定时，便无法从城市 技术网络中提取

到更多有效信息，迭代停止，此时得到的 ＫＣＩｃｉｔｙ 便为城市专利知识复杂度的原始指标，将其进行标准

化处理便得到城市专利知识复杂度（ＫＣＩ ′ｃｉｔｙ），如式（７） 所示。

ＫＣＩ′ｃｉｔｙ ＝
ＫＣＩｃｉｔｙ － ＜ ＫＣＩｃｉｔｙ ＞

Ｓｔｅｄｖ（ＫＣＩｃｉｔｙ）
（７）

其中， ＜ ＫＣＩｃｉｔｙ ＞ 表示所有城市 ＫＣＩｃｉｔｙ 的平均值，Ｓｔｅｄｖ（ＫＣＩｃｉｔｙｔ） 表示 ＫＣＩｃｉｔｙ 的标准偏差。
（二） 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测度结果

１． 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时间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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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城市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的时间变化趋势

图１汇报了城市知识复杂度

的测度结果。试点城市的 ＫＣＩ 变
化趋势与政策实施节点较为吻

合：２００８ 年仅深圳进入试点名

单，政策影响面较窄，故 ＫＣＩ指数

下降幅度较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试

点城市数量连续扩大至 ４２ 个，
ＫＣＩ 指数也随之出现明显下滑；
２０１３ 年是试点名单扩围的第二

波高峰，ＫＣＩ 指数也随之进入新

一轮快速下降期。非试点城市的

ＫＣＩ 指数保持相对稳定状态，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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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２０１２ 年之后略有增长，但增幅较小。与城市创新质量变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创新数量（专利数

量） 的快速增长，特别是试点政策实施后的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创新数量增长率更是一度高达 ４４％ 和

４７％ 。上述结果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后，中国城市创新“量增质降” 的困境越发明显。
２． 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空间变动趋势

借鉴 Ｈｉｄａｌｇｏ ａｎｄ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２７］对经济复杂度的研究，本文绘制了中国城市创新多样性和创新遍在

性的平均值曲线，并以此将两者的关系网络划分为四个象限，如图 ２ 所示，以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试
点政策前）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试点政策后）中国城市创新多样性和遍在性的时空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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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城市创新多样性和创新遍在性（左：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右：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

从创新多样性和遍在性的变动上看，中国城市创新偏好种类扩张和低门槛领域集聚。 首先，中国

城市创新多样性均值从试点前的 ３９ 提升至试点后的 ５０，说明城市创新依赖专利种类扩张，即广撒网

式的分散型创新。 但中国大部分城市创新多样性指数的分布又较为分散，说明不同城市在创新种类

扩张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能力差异。 其次，城市创新遍在性均值从试点前的 １０２ 提升到试点后 １２１，且
绝大部分城市集聚在平均线附近，说明城市创新向低门槛领域集聚的态势更加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
中国越来越重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缺乏创新基础和经验支撑，众多城市仅能围绕低

技术领域实施跟进式创新［２８］，且迫于数量导向型考核压力，注重创新种类与数量扩张［２９］，从而导致创

新多样性与遍在性持续提升，创新质量不断下降。
从象限变化上看，中国城市创新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 ２００８ 年之前，大部分城市集聚在第二

和第四象限，第四象限内的城市创新多样性高且创新遍在性低，创新质量高于第二象限内的城市。 另

外，创新多样性和遍在性呈明显的反向关系，说明多数城市通过提高创新多样性和降低创新遍在性提

升创新质量。 ２００８ 年之后，深圳、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创新领先城市向第三象限移动的趋势十分明显，
即更加注重稀缺技术的专注型创新，但上述城市的分布极为分散，说明城市创新路径差异较大，深圳、
北京和广州等城市更加注重技术稀缺性创新，上海和杭州等则同步注重稀缺性和多样性创新。

四、 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立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具有逐步实施和分批推广的特征，采用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评估会损

失政策的时效性，且为了充分利用试点城市在时间和区域两个层面上的差异特征，本文借鉴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３０］的做法，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处理，具体的模型设置如式（８）所示。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ｅｓｔｉｔ ＋ ∑θ ｊＸ ｊｉｔ ＋ υｙｅａｒ ＋ μｃｉｔｙ ＋ εｉｔ （８）

其中，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表示城市创新，ｉ 为城市，ｔ 为时间，Ｔｅｓｔ 为政策试点虚拟变量，Ｘ 表示所有控制变

量合集，υｉｔ 和 μｉｔ 分别表示年份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个体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为了消除不同城

市个体之间的差异，并有效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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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创新质量（ＫＣＩ） 和城市创新数量（Ｐａｔ）。城市创新质量使用专利知识复杂度衡

量，并使用创新多样性（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和创新遍在性（Ｕｂｉｑｕｉｔｙ） 作为创新质量的细分指标。城市创新数量

使用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作为代理变量，并使用发明专利（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和其他专利（Ｏｔｈｅｒ） 作为创新数

量的细分指标。
解释变量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Ｔｅｓｔ）。Ｔｅｓｔ 为二值虚拟变量，若年份为城市实施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的当年及以后年份，Ｔｅｓｔ 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
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人力资本

（Ｈｕｍ），鉴于城市数据的可获得性，使用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与地区年末总人口之比衡量；产业结构

（ Ｉｎｄ），使用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金融发展水平（Ｆｉｎ），使用年末存贷款总

额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城市化水平（Ｕｒｂ），使用市辖区人口占全市人口之比表示。
中介变量： 政府创新投入（Ｇｏｖ），使用政府科技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表示；城市创业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使用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占城市年末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才引进（Ｔａｌｅｎｔ），由于

城市人才引进数据统计口径不一且难以获得，借鉴陈秋玲等［３１］ 的研究，使用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

口之差作为代理变量。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数据较为完整的 ２６６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试点城市共计 ４７ 个，

非试点城市 ２１９ 个。 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城市层面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ＥＰＳ 数据库和国研网数据库。
（三）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报告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影响的回归结果，列（１）显示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不利于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列（２）显
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数量的增长。 考虑到城市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变化趋势

可能会存在“路径依赖”，于列（３）至列（６）中控制了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结果仍显示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在促进城市创新数量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 上述结果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诱

发了策略性创新行为［２］，导致城市创新陷入“量增质降”困境。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ＫＣＩ

（２）
Ｐａｔ

（３）
ＫＣＩ

（４）
Ｐａｔ

（５）
ＫＣＩ

（６）
Ｐａｔ

Ｔｅｓｔ － ０． ６７９∗∗∗

（０． ０６６）
１３． ３９９∗∗∗

（０． ６５３）
－ ０． ６４９∗∗∗

（０． ０６８）
１０． ９２１∗∗∗

（０． ６５７）
－ ０． ８２５∗∗∗

（０． ０７３）
９． ９３４∗∗∗

（０． ６５７）

Ｃｏｎｓ － ３． ２５５∗∗∗

（０． ２４７）
－ １４． ２６４∗∗∗

（３． ０５６）
－ ３． ４９１∗∗∗

（０． ２６３）
１０． ９８０∗∗∗

（３． ４５０）
－ １． ７７０∗∗∗

（０． ４８４）
３８． ２９９∗∗∗

（４． ３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ＯＢＳ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Ｒ２ ０． ０５１ ０． ２７７ ０． ０５１ ０． ３３３ ０． ０７５ ０． ３４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借助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３２］，该方法还可以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动态效

应，具体的回归模型如式（９）所示。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ｔ ＝ β０ ＋ ∏
７

ｋ≥－５，ｋ≠－１
βｋＤｋ

ｉｔ ＋ λＸ ｉｔ ＋ υｙｅａｒ ＋ μｃｉｔｙ ＋ εｉ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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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Ｄｋ
ｉｔ 表示是否为试点城市和一系列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将城市进入试点名单的前一年作

为基期，通过参数 βｋ 的变化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动态效应。
检验结果显示（备索），βｋ 在政策实施之前不显著，从政策实施之年开始显著，说明平行趋势检验

通过。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对城市创新数量的影响显著为

正，且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推移，上述影响持续增强。 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多追求短期成效，但
高质量创新往往需要长期性研发投入，因此创新型城市试点会导致企业不断增加创新数量以获取政

府补贴［４］，且上述行为还存在自我强化效应，并带来其他企业的效仿，进而使得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的影响呈持续增强。
２． 多次双重差分检验

由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间陆续有新城市进入试点名单，为了避免后续纳入试点名单的城市对回归结

果造成干扰，本文借鉴董艳梅和朱英明［３３］的研究，将试点年份依次设置为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并将在试点年份及其之前纳入试点名单的城市作为实验组，将未被纳入试点名单

的城市作为控制组，并在控制组中删除试点年份以后纳入试点名单的城市。 利用上述五组不同样本

进行 ５ 次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创新质量仍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创新数

量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结果备索）。
　 　 　 表 ２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ＫＣＩ

（２）
Ｐａｔ

Ｔｅｓｔ － ０． ５１１∗∗∗

（０． ０４２）
３０． ０４８∗∗∗

（０． ８５９）

Ｃｏｎｓ － １０． ５０７∗∗∗

（１． ０６３）
１０． ５３４∗∗∗

（０． ９６５）
时间固定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ＯＢＳ ３０７ ３０７
Ｒ２ ０． １１ ０． １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３． 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的回归

试点城市的选取可能不是完全随机的，进而导致“选择

性偏差”问题，因此本部分通过引入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方法（ＰＳＭ⁃ＤＩＤ）进行稳健性检验。 选择外商投资水平、人力

资本水平、产业结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作为

匹配变量，并借助 Ｌｏｇｉｔ 模型筛选匹配样本。 将筛选匹配得

到的数据带入基准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对于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仍显著为负，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仍

显著为正，如表 ２ 所示。
（五） 异质性分析

１． 细分创新质量指标：创新多样性和创新遍在性

本部分使用创新多样性和遍在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

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３ 的列（１）和列（２）所示。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抑制了城市创新多样性，这
主要是因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引导城市资源向优势产业集聚，与优势产业相关的创新会得到政

策的大力支持，城市创新因此逐渐向少数类别集聚。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城市创新遍在性，说明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诱导城市实施低门槛专利申请。 上述结论还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

降低创新多样性并提高创新遍在性降低城市创新质量。
表 ３　 细分创新指标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

Ｕｂｉｑｕｉｔｙ
（３）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４）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ｓｔ － ６． ７８３∗∗∗

（０． ６０５）
６． ７１９∗∗∗

（０． ６１４）
２． １４４∗∗∗

（０． １２５）
７． ７８９∗∗∗

（０． ５７８）

Ｃｏｎｓ － ４． ２９５
（４． ００３）

８７． ７１８∗∗∗

（４． ０６３）
５． ５０３∗∗∗

（０． ８３２）
３２． ７９６∗∗∗

（３． ８２３）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Ｒ２ ０． ６４４ ０． ７８０ ０． ２５８ ０． ３２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 ｔ 值。

２． 细分专利类型指标：发
明专利和其他专利

本部分将城市专利数量细

分为发明专利授权量和其他专

利授权量再次进行回归，结果

如表 ３ 的列（３）和列（４）所示。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发明专

利和其他专利均存在着显著的

促进作用，但对发明专利的影

响相对较低，这一结果进一步

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强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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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分城市规模的估计结果

变量

一、二线城市 其他城市

（１）
ＫＣＩ

（２）
Ｐａｔ

（３）
ＫＣＩ

（４）
Ｐａｔ

Ｔｅｓｔ － ０． ５２２∗∗∗

（０． １１１）
－ ０． ７１９
（１． ８５７）

－ ０． ０６４
（０． １０３）

３． １１１∗∗∗

（０． ３４３）

Ｃｏｎｓ － １１． ２４３∗∗∗

（３． ９３７）
７０８． ４９∗∗∗

（６５． ５９４）
－ １． ０８７∗∗

（０． ４３２）
９． ０８８∗∗∗

（１． ４３９）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６８６ ６８６ ３ ０３８ ３ ０３８
Ｒ２ ０． ５８２ ０． ５９７ ０． ０７１ ０． ３８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 ｔ 值。

了城市低质量创新。
３． 细分城市规模：一、二线城市和

其他城市

以国务院 ２０１４ 年颁布的《关于调

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为依据，
将样本城市等级划分为一、二线城市和

其他城市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一、二线城

市的创新质量存在抑制作用，对创新数

量影响不显著，对其他城市创新数量存

在促进作用，但对创新质量影响不显

著。 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一、二线城市

的市场竞争程度十分激烈，企业为了存

活下去，必须不断提高创新质量，实施策略性创新的动机较弱，因此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难以显著提

升创新数量，但是注重创新数量考核一方面会恶化城市创新环境，另一方面还会分散企业的创新精

力，因此会对城市创新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其他城市而言，由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且市场竞

争力较弱，有着更强的动机实施策略性创新以寻求政府补贴，进而带来创新数量的增长。
五、 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通过强化政府创新投入、推动城市创业和加强人才引

进等机制影响城市创新的质量和数量。 本部分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机制进行检验，具体的模型

如式（１０）至式（１２）所示。 其中，Ｍｉｔ代表中介变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ｅｓｔ ＋ λＸ ｉｔ ＋ υｙｅａｒ ＋ μｃｉｔｙ ＋ εｉｔ （１０）
Ｍｉｔ ＝ θ０ ＋ θ１Ｔｅｓｔ ＋ λＸ ｉｔ ＋ υｙｅａｒ ＋ μｃｉｔｙ ＋ εｉｔ （１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ｔ ＝ φ０ ＋ φ１Ｔｅｓｔ ＋ φ２Ｍｉｔ ＋ λＸ ｉｔ ＋ υｙｅａｒ ＋ μｃｉｔｙ ＋ εｉｔ （１２）

表 ５　 政府创新投入机制

变量
（１）
Ｇｏｖ

（２）
ＫＣＩ

（３）
Ｐａｔ

（４）
ＫＣＩ

（５）
Ｐａｔ

Ｔｅｓ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 ０． ７９５∗∗∗

（０． ０７３）
７． ９２９∗∗∗

（０． ６１８）

Ｇｏｖ － ７． ５７４∗∗∗

（１． ７５２）
３５８． ９１５∗∗∗

（１４． ７７６）
－ ４． ９０７∗∗∗

（１． ７４１）
３３２． ３４０∗∗∗

（１４． ５８５）

Ｃｏｎ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４）
－ ２． １８８∗∗∗

（０． ４９０）
３７． ９１８∗∗∗

（４． １３２）
－ １． ６９１∗∗∗

（０． ４８４）
３２． ９６５∗∗∗

（４． ０５６）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Ｒ２ ０． ３８３ ０． ３３９ ０． ７６３ ０． ０７７ ０． ４２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 ｔ 值。

（一） 强化政府创新投入

强化政府创新投入机制

的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列

（１）回归结果表明，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政府

的创新投入增长，列（２）和列

（３）显示，政府创新投入在推

动城市创新数量增长的同时

显著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
列（４）和列（５）显示，加入政

府创新投入变量后，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质量

和创新数量的影响程度均较

基准回归有所下降，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强化政府创新投入降低了城市创新质量，但却促进

了城市创新数量的增长。
（二） 推动城市创业

推动城市创业机制的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 与政府创新投入机制类似，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
过推动城市创业促进了创新数量增长，但抑制了创新质量提升。 这主要是因为初创企业规模较小且

创新经验不足，而高质量创新又需要长期持久性的投入，因此城市创业水平提升在短期难以提升创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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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推动城市创业机制

变量
（１）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
ＫＣＩ

（３）
Ｐａｔ

（４）
ＫＣＩ

（５）
Ｐａｔ

Ｔｅｓ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４）
－ ０． ７９４∗∗∗

（０． ０７４）
７． ８０４∗∗∗

（０． ６２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１． ２５１∗∗∗

（０． ２８９）
５７． ３１０∗∗∗

（２． ４５５）
－ ０． ７６２∗∗∗

（０． ２８８）
５２． ５１０∗∗∗

（２． ４３１）

Ｃｏｎｓ ０． １３５∗∗∗

（０． ０２８）
－ ２． １３７∗∗∗

（０． ４９１）
３５． ８２７∗∗∗

（４． １６４）
－ １． ６６７∗∗∗

（０． ４８５）
３１． ２０６∗∗∗

（４． ０９０）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３ ７２４
Ｒ２ ０． ３６９ ０． ３３９ ０． ７６１ ０． ０７７ ０． ４２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 ｔ 值。

表 ７　 人才引进机制

变量
（１）
Ｔａｌｅｎｔ

（２）
ＫＣＩ

（３）
Ｐａｔ

（４）
ＫＣＩ

（５）
Ｐａｔ

Ｔｅｓｔ ７５． ８４５∗∗

（７． ６６５）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２）

Ｔａｌｅｎ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２１０∗∗∗

（０． ０７１）
９． ５９７∗∗

（０． ８７８）

Ｃｏｎｓ － ５１９． ８８∗∗

（２８． ９５６）
－ ４． ７７７∗∗∗

（０． ２７９）
－ ８． ８７８∗∗

（３． ５２８）
－ ４． ８０２∗∗∗

（０． ２７９）
－ ７． ７５４∗∗

（３． ４５２）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２ ６２８ ２ ６２８ ２ ６２８ ２ ６２８ ２ ６２８
Ｒ２ ０． ４２８ ０． １５３ ０． ４７３ ０． １５５ ０． ４９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 ｔ 值。

质量，政府支持也仅能够激励

初创企业进行低水平创新。
上述结论表明，中国城市创新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熊彼特假

说，即大规模和有经验的创新

者对创新质量提升更为重

要［３４］，因此城市创新政策设

计应该重点考虑如何激励有

经验的创新者提升创新能力。
另外，上述结论还暗含如下政

策建议：通过实施长期性创新

激励政策，加快推进新的创新

者成长壮大，也是提升城市创

新质量的重要举措。
（三） 加强人才引进

表 ７ 报告了加强人才引进

机制的回归结果。 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人才

引进，但人才引进在提高城市

创新数量的同时，降低了城市

创新质量。 人力资源是企业创

新的主力军，但人力资源作用

的发挥不仅需要与产业相匹

配，还需要在干中学过程中逐

步掌握创新工艺和创新流程等

信息，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因此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人才引进虽

能在短期快速促进创新数量的增长，但难以提升创新质量，甚至会导致城市实施低质量人才引进策略以

满足人才考核要求，进而对创新质量产生抑制效应。
六、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基于中国专利数据库，本文从专利知识复杂度的视角测度了中国城市的创新质量，并借助 ＤＩＤ 方

法评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有：（１）中国城市创新

呈“量增质降”特征，且城市分化趋势明显，仅少数大城市专注于技术门槛高的稀缺性创新，其他城市

仍偏好于种类与数量共同扩张的低质量创新路径。 （２）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虽能提升城市创新数量，
但却对创新质量产生了抑制效应，动态分析还发现，上述影响在时间上呈不断增强趋势。 （３）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通过降低创新多样性并提高创新遍在性而导致了城市创新质量下降。 （４）机制分析显

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政府创新投入、城市创业和人才引进，政府创新投入和创业激励

在促进城市创新数量增长的同时，明显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而人才引进仅能够促进城市创新

数量的增长，对城市创新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二） 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出的启示如下：（１）加强城市创新质量评估与监管。 通过完善创新质量评

价方法，构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根据建设成效进行动态监管，积极探索试点城市退出机

制。 （２）加快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构建政府与市场相互促进的创新投入机制。 政府重点投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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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社会公益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等，其他技术领域则借助市场机制激发社会投资意愿和创新

活力。 推动创新投入体系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转变，努力构筑多元化的创新投入体系。 （３）因地制

宜实施创新政策和考核体系。 重点激励一、二线城市瞄准前沿领域创新，力争突破一批“卡脖子”技
术，鼓励创新基础薄弱的城市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方面的创新。 着力激发大型企业提高创新质

量，实施初创企业创新培育计划，构筑完备的创新企业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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